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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问题】

“三权分置”下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功能
转向与权能重构

刘恒科

( 西南政法大学 经济法学院，重庆 401120)

摘 要: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引致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功能转向和权能重构。“三权分置”的权利

结构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是集体土地公平分配，土地承包经营关

系长久不变，土地经营权自由流转的结合。在“三权分置”经营模式下，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保障功能

伴随固定时点的农地公平分配而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此时点之后长久不变趋向“自物权化”，成

员集体主要行使处分权能。应当按照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重构的理念要求，健全成员集体民主议事

机制，明确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制度设计，解除集体对农户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不当限制，强化集

体自治组织的农地使用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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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户离农离地现象日益加剧。2013 年底，为顺应农户保留承

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并积极稳妥推进农地流转集中，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三权分置”的改革方略。201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

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首次在国家政策层面提出“三权分置”，即“在

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2015 年 11 月，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深改方案》) 指出，“三权

分置”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必将引致农地权利体

系的重构。然而，学界主要从承包权和经营权切入的研究范式，忽略了“三权分置”对集体土地

所有权的可能影响。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三权分置”的权利结构解析入手，揭示土地承包经营

权的“自物权化”和集体土地所有权保障形式的变化，分析“三权分置”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功

能转向与权能重塑双重作用，并提出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重构的法制建议。

一、“三权分置”权利结构解析

( 一) “三权分置”权利结构学术观点之争

“三权分置”的政策话语意在坚持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把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置为农户

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并行的权利结构。学界对此看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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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形成如下观点 : 一是，“用益物权+债权”说，主张维持土地承包经营权用益物权属性及

其使用权能债权性流转之权利结构［1］; 二是，“用益物权+用益物权”说，主张土地经营权是建立

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上的用益物权，而农户承包权是“其行使受到经营权限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的代称［2］”; 三是，“‘自物权’+用益物权”说，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具有“自物权”性质的用益

物权，而土地经营权是在其上设立的用益物权［3］; 四是，“成员权+用益物权”说，认为土地承包

权是一种身份资格性的成员权，而土地经营权具有用益物权的性质［4］; 五是，“成员权+农地使

用权”说，认为“三权分置”应理解为着力打造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落实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权，推进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内的体系化的农地使用权制度的完善［5］。
上述学术观点的争议焦点在于农户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的性质与内容。前三种观点都认

为农户承包权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是建立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之上的权利，但对土

地经营权的物权抑或债权性质持不同见解 ; 后两种观点均认同农户承包权是集体成员权在农地

使用层面的具体表现，并非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出，土地经营权是用益物权性质的农地使用

权，但二者的论证视野和信息基础不同。第四种观点集中讨论土地承包权与土地经营权分离的

正当性及其法制路径，而第五种观点讨论视域不限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是扩展到集体成员权

可能关涉之体系化农村土地权利。
( 二) “三权分置”权利结构的界定

“三权分置”的权利构造离不开对问题导向和政策话语的准确理解。“三权分置”政策生成

的动因在于，在集体所有、分户经营的“两权分离”模式下，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混合性的权利，它

既包含着以成员权为基础，具有身份性，承担着土地保障功能的权利，也包含着以土地为客体的

纯粹的财产权利。身份性和财产性的内在冲突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难以市场化流转，妨碍农地

资源的合理配置和 有 效 利 用。要 变“农 地 农 民 用”为“农 地 全 民 用”，“均 田 承 包”为“规 模 经

营”［6］，又要顾及农户的权益不受损害，只能通过农户自愿流转，将身份性权利保留于土地承包

权，从而释放出土地经营权。按照农业部张红宇司长的解读，“实施‘三权分离’的农地制度，明

确界定‘承包权’和‘经营权’，一方面有利于强化对农户承包权的保护，土地承包权因农户的集

体组织成员身份产生，受到法律的保护 ; 另一方面，对经营权的强调和保护可使土地使用者有稳

定的预期，有利于提高土地资源的产出效率。保护承包权以求公平，用活经营权以求效率，实现

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7］由此可见，“三权分置”是在既有农地物权法律体系确认的“两权分

离”权利结构基础之上，新设土地经营权，使农民在不丧失承包权的基础上，引入规模经营主体，

实现土地的充分有效利用。
笔者认为，“三权分置”的权利结构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集体成员基于身份资格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以自愿有

偿流转，在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上创设土地经营权。前者具有身份性和财产性的双重属性，土地

经营权则不受身份限制，成为完全自由流转的财产权利。土地经营权也应是一种用益物权性质

的权利，“土地经营权的权能并未超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剩余权能的空间，其设立以土地承包经营

权主体明确的暂 时 放 弃 权 能 的 意 思 表 示 为 前 提，因 而 不 会 造 成 权 利 冲 突 及 物 权 受 侵 犯 的 问

题”［8］。
双重用益物权的观点面临的最大质疑是违反“一物一权”的基本原则［9］。依据大陆法系民

法所有权的权能分离理论，从所有权中不能同时产生两个权利相互冲突的用益物权，而且在已

设立的用益物权上不能再行设立新的与之冲突的用益物权。然而，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本身是

集体成员分享集体土地收益的权利，不同于民法所有权主体与用益物权主体的异质性，难以完

全套用传统用益物权理论加以解释。在长久不变和充实赋权的制度改革背景下，土地承包经营

权实际上具有土地所有权的几乎全部权能，农户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上完全可以设置用益物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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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土地经营权［10］。
“成员权+用益物权”的解释路径同样值得商榷。首先，“三权分置”是在“两权分离”基础上

的农地权利体系创新，土地经营权的生成必须以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前提。土

地经营权应是源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而不能从资格性的承包权中生成。将承包权理解为

单纯的资格性的成员权，农地使用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用益物权的解释路径，实际上未能

回应因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而产生的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权利界分的问题。其次，农

户承包权应是保障承包经营农户身份利益的实实在在的用益物权。如果仅作为一种要求集体

发包或分配土地的请求权，则难以纳入不动产登记范围获得物权保护，就难免会割断农户直接

支配土地的利益关联，可能造成土地经营权架空承包经营权的权利配置风险，不符合政策意图。
也有学者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股权化改造出发，讨论“确权确股不确地”模式下，成员集体

直接将集体土地交由土地利用主体经营而形成的土地经营权物权化路径［11］，这种观点可以认

为是“成员权+用益物权”论的延续。在土地股份合作化经营模式下，农户取得的是股权或者名

义上的承包权，而不是具体的承包地块，农户长期脱离土地，没有对具体地块的占有、使用的权

利，仅保留收益权［12］。高层决策者显然已经意识到这种经营模式会割断农民和土地的直接联

系，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政策话语发生从“可以”到“例外”再到“严控”的转变①。由此可见，

土地股份合作本身是农户保留土地承包权，并基于自主意愿以土地经营权入股的结果。对土地

经营权入股的讨论，不能抛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用益物权属性这一基本前提。
( 三) “三权分置”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影响

准确理解农户承包权是解读“三权分置”的关键。农户承包权应当是农户家庭基于集体成

员身份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而非身份性的承包资格。土地承包经营权实际上在农地物权法律体

系中承担基础物权的角色，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用益物权，而是兼具“使用和享有”［13］的双重属

性。“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正是他们作为土地所有权人的一部分所享有的一项‘自物权’，

而且，农民家庭和个人在集体中的成员权事实上已经固化或者相对固化，所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作为‘自物权’的特征会越来越强烈。”［14］按照三权分置的政策表述，土地经营权应被塑造为一

种用益物权性质的权利，可 以 据 此 倒 推 建 构 农 地 权 利 体 系。土 地 承 包 经 营 权 是 一 种“自 物 权

化”的用益物权，这符合 我 国 农 地 制 度 发 展 变 迁 的 实 际 状 况，不 仅 是 农 户 利 益 保 护 的 需 要，是

“实现不可流转的土地所有权与市场经济对接的制度工具”［15］，也为土地经营权的用益物权属

性提供合理的解释空间，可以回应双重用益物权违背“一物一权”原则的诘难。
“三权分置”改革的前提和底线是坚持集体土地所有制，落实集体土地所有权，但是，农户的

土地承包经营权“自物权化”彰显，这对农民集体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无疑带来极大的挑战。那

么，“三权分置”经营模式下，集体土地所有权如何落实? 该走向何处呢? 这可能需要从我国农

地制度变迁的路径出发，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功能演进角度寻求妥适的解答。

二、“三权分置”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功能重塑

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基本功能是为集体成员提供平等的生存保障。在“两权分离”模式

下，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不断充实并长久不变，使得这种保障渐次演变为集体分配基础上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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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 革 加 快 推 进 农 业 现 代 化 的 若 干 意 见》针 对 农 村 确 权 可 能 遇 到 的 具 体 问

题，提出了“充分依靠农民群众自主协商解决工作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可以确权确地，也可以确权确股不确地”; 2014 年 11
月中办国办《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 业 适 度 规 模 经 营 的 意 见》提出，“土 地 承 包 经 营 权 确 权 登 记 原 则 上确

权到户到地，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也可以确权确股不确地”。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 于 加 大 改 革 创 新 力 度 加 快 农业

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则要求“总体上要确地到户，从严掌握确权确股不确地的范围”。



庭保障。在“三权分置”经营体制下，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公平保障限定于某个长久不变的固定

时点而非任意时点之上，这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功能的实现形式进行了事实上的重塑。
( 一) 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基本功能

虽然学界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界定和属性仍有不同认识［16］，但都认同集体土地所有权具

有对集体成员的基本保障功能。集体对成员的保障是土地的自然保障功能在集体土地所有制

下的制度实现。在《物权法》的规范构造上表达为 : 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

所有。成员集体所有是“集体成员在对集体土地不可分割的共同所有基础上实现成员个体的利

益”［17］。作为集体所有权客体的集体土地具有不可分割性。所有权主体是成员构成的集体，是

“农村一定的集体所有的社区范围的人的整体”，而组成集体的成员是“农村社区范围内依赖集

体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和财产为基本生存保障的自然人”［18］。成员集体的价值在于为每一个

依赖集体土地生存的成员个人提供基本生存保障，而成员流动性和土地不可分割性则是集体土

地保障的两项基本特征。
为了保证集体土地平等保障功能的持续实现，集体组织分别从地和人两方 面 行 使 管 理 权

能 : 一是保证耕地质量不降低、数量不减少。我国《土地管理法》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确

保农地的农业用途，并赋予集体发包方对农户土地使用行为的监督管理权力和处罚权力 ; 二是

保证成员对农地保障的持续公平享有。为此，在传 统 集 体 所 有 权 的 制 度 设 计 上，发 包 ( 分 配 )

权、调整权和收回权成为集体经济组织的必要制度工具。为了将农地流转局限在集体内部，防

止外人取得本集体保障利益，同意和备案制度保障集体组织对不同类型农地流转行为的知情权

和同意权。成员优先权制度实际上赋予农户对农地流转行为的相互监督权和决策参与权，目的

仍然是将集体土地保障利益尽量维持在集体成员内部。
( 二) “两权分离”下集体土地所有权保障形式的变化

我国农地产权 制 度 改 革 围 绕 所 有 权 和 使 用 权 分 离，并 不 断 强 化 使 用 权 这 一 基 本 主 线 展

开［19］。在“两权分离”制度框架下，为了对抗集体的不当干预，稳定承包关系和农户种地积极

性，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呈现出集体所有权权能逐渐收缩，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不断扩张

的态势。土地承包经营权渐次从生产经营自主权向用益物权甚至“准所有权”转变［20］。“增人

不增地，减人不减地”，除自然灾害因素外，集体原则上不得调整承包地，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

变，这些政策在稳定农户权利预期的同时，也产生了集体成员“固化”，承包土地分配不公平，农

地流转不畅，农业经营低效率等未解之难题。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5 条规定，承包权的主体是集体成员，只要是集体成员都有承包

资格，平等地享受集体的土地保障，集体也有义务为成员分配土地以提供保障。集体成员资格

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不仅包括依靠集体土地生存的现实成员，而且包括未来因出生、婚姻、集

体决议等原由而加入集体的成员。同时，集体成员资格可能因死亡、婚姻、纳入城镇保障体系等

而丧失。集体土地的绝对公平保障和成员对土地的稳定使用预期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深沉张

力，这在根本上是公平和效率的矛盾。最初的解决办法是适度年限的土地调整，比如各地普遍

采取“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的做法。然而，以土地调整维系公平的做法不具有可持续性，

表面上看似维护了公平，但频繁调整使农地更加细碎化，农户缺乏稳定的使用预期和投入激励，

导致低效率的公平和集体贫困。利益衡量的最终结果是，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回到集体土地资源

有效利用这一根本出发点，采取确认成员承包权，以户为单位承包并且保持承包关系长久不变

的做法，提高以自耕农为主的农业经营主体的土地利用绩效。然而，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跨地

区和跨行业的自由流动，农户对于承包经营权的收益和就业依赖程度明显弱化，农户离农离地

成为普遍现象。以保持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和提高农民种地积极性的初始政策目标宣告落空。
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政策带来的实际后果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真正成为农户 的 财 产 性 权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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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相当于将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以固定时点的农村户

籍内的人口数为基数切分，按户分配到每个家庭，并通过确权登记维持不变，构成对成员集体所

有土地的事实分割。家庭在集体中的土地份额比例已然长久固定下来，不因家庭内部成员人数

的变化，以及居住地甚至户籍地的改变而改变。新增集体成员对于土地的需求不再通过集体调

配而满足，而是通过家庭内部的调剂实现，待地人口也不等同于“无地人口”［21］。集体与成员的

矛盾悄然转化为每一个农户家庭内部的矛盾，集体对成员的土地保障变为集体分配基础上的家

庭土地财产保障。此时，相对抽象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也由此变得清晰，农村土地的成员集

体所有悄然变为一种不能退出份额的以农户家庭为单位的按份共有［22］。
这种起点公平并长久不变的做法，无疑深刻地改变着集体土地的不可分割性、集体成员的

流动性、集体土地的平等保障性等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基本特性，极易由于户内成员资格变动而

导致农户家庭之间代内代际持有土地份额和收益分配的不公平，与成员平等保障之间的抵牾难

以根除。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农地经营比较收益低，土地流转又受到限制，“两权分离”下的长

久不变改革，实际是赋予农民一个效率低、保障弱、流转差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3］。
( 三) “三权分置”下集体土地所有权功能的实现形式

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自物权化”是长久不变政策的必然结果，想要变分散经营为规模经

营，又要不损害农民的身份保障性权利，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在农户自愿流转土地的基础

上，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二次分离”，即保留承包权，流转经营权。“三权分置”正是试图集

合农地流转的农民利益保障逻辑和农业经营效率逻辑双重诉求的制度创新。在“三权分置”经

营模式下，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地确定到每个集体成员，以农户家庭为单位实际享有，并通

过新一轮的确权登记颁证得以稳定 ; 农户可以在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设置用益物权性质的土地

经营权，土地经营权成为充分赋权和自由流转的财产性权利，通过市场化配置达致土地的有效

利用和价值最大程度的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权分置”是对“两权分离”经营模式下长久

不变政策的坚持、完善和超越，其背后的逻辑仍然是起点公平和长久不变。
从全国各地来看，兼业农户成为农民的绝大多数［24］，非农收入超过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农

村新增人口对于承包土地的生存保障需求弱化［25］，为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固化”提供了现实

基础，也为农户流转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创造了必要条件。在此背景下，集体土地对集体成员的

平等保障性，成员流动性和土地不可分割性，正在丧失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发挥市场对农地资

源的配置作用，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基础上的相对公平，已经取代集体经济组织分配和调整基础

上的绝对土地平等保障，成为农地制度创新的方向。法律调整的重心应是确权登记，稳定承包

经营权，推动土地经营权流转形成多元适度规模经营，实现效率基础上的公平，而不再是土地调

整，不能再回到人人有份的集体土地制度。此时，集体土地难以再对成员提供绝对的平等保障，

而只能是提供某个固定时间起点上的相对公平。“集体分配+农户劳作”的集体土地社会保障

也应适时转换为“集体分配+农户处分”的土地财产保障。
在“三权分置”经营模式下，集体土地在某个固定时点公平分配给农户家庭，承包经营权的

身份保障性得以实现 ; 在此时点之后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农户可以通过农地流转创设物权性质

的土地经营权。由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身份保障性和财产流转性以阶段性分隔的方式在特定

时点进行功能分离。集体土地的公平分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长久不变、土地经营权的自由流

转实现了平衡协调。“三权分置”经营模式是在起点公平基础上实现效率的提升，而效率提升

反过来又促进更高层次公平的实现，从而重新定义了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实现方式，是对集体土

地保障功能的传承而非颠覆，坚持而非悖离。“三权分置”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实现方式的重塑，

其实是将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公平保障限定于某个长久不变的固定时点而非任意时点之上。这

种“变通”无疑会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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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权分置”下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

从公私糅合逐渐回归私权本性，是理解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的基本逻辑前提。“三权分置”
下，集体土地所有权公平保障具有固定时点性，而非任意时点性，对集体成员的保障方式从经常

性保障转变为固定时点保障。因应保障形式的变化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自物权化”，成员

集体主要行使处分权，表现为发包权和收回权。
( 一) 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应回归集体私权性

我国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直接脱胎于集体土地所有制。大多数学者认为，不能生搬硬套以私

人所有权为基础的民法所有权权能理论，而需要从中国问题意识和语境出发展开研究。我国集

体土地所有权从来就是“一头衔接着私有财产权，一头衔接着社会公有制”［26］，“糅合了公法层

面的治理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和私法层面的财产权功能”［27］。应以公私兼顾为理念，从民法、社

会法和土地管理法等多维度系统性地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赋予其“经济功能实现权能、社

会保障功能实现权能，以及因公共利益使其权能受到限制的利益补救权能”［28］。上述观点均认

为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具有公法、私法和社会法多重维度。这种认识既有深刻的政治原因、社

会背景和历史积淀，又是集体土地财产性和资源性相互关系在农地制度安排中的现实映照。然

而，这种观点可能具有一定的时代性，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从制度变迁角度来看，我国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先后经历了作为国家权力、国家政策和基

本权利的土地集体所有三个阶段［29］，集体土地所有权正在回归成员集体财产私权之基本权利

属性。土地集体所有是 20 世纪 50 年代合作化运动的产物，出于汲取农业生产剩余优先发展重

工业并保证极低生活水平下共同生存的需要，成为“基于政治目标的产权安排”［30］; 在改革开放

以后，服务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集体土地所有权承担着保障农民基本生存、农

村社会稳定和全体社会成员粮食自给等主要功能，同时为保障城市化建设提供储备充分的“廉

价土地”。随着《物权法》的颁行和一系列“还权赋能”政策的持续推进，集体土地所有权负载的

诸多政策性功能不再像以往那样“理所当然”①。远期来看，集体土地所有权终 将 祛 除 公 权 色

彩，恢复集体财产权的应然品格。
从社会保障的角度来看，在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初期，承包户就是自耕农，集体土地为成员提

供的保障具有替代社会保障的效应，集体利用发包、调整、收回、土地流转管理等法律工具为成

员提供经常性保障②; 现阶段，土地对农户的保障功能弱化，承包经营权的持有功能远远大于产

出收益功能，大多数农户对土地的态度是，只要保障不丧失承包经营权就可以。在土地承包经

营权长久不变的背景下，成员集体在固定时点公平分配土地实现起点公平，分配一经完成，集体

对农户的土地保障功能就宣告实现。长期来看，剥离集体土地上负载的保障功能是必然趋势，

土地保障必然被普遍的公共服务和完善的社会保障所替代。
从土地资源性和财产权的相互关系角度分析，现代社会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用途的互竞性

决定了土地利用的规划集约性，不存在任意支配的土地权利。作为一种物权性质的财产权利，

集体土地所有权应当接受土地资源属性代表的公共利益所施加的合理使用限制，必须逐步通过

制度化的权利限制与补偿机制实现国家与农民利益的平衡协调。这种外在于集体土地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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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改革农业

补贴制度，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深化 农 村 改 革 综 合 性 实 施 方 案》提 出，“缩 小 土 地 征 收 范 围，规 范 土 地 征 收 程

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
参见《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5 条、第 13 条、第 17 条、第 26 条第 3 款、第 37 条第 1 款、第 41 条; 《土地管理法》第 14 条

第 1 款、第 37 条第 3 款; 《物权法》第 128 条、第 131 条、第 184 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问题的解释》第 11 条、第 13 条、第 15 条; 《担保法》第 37 条之规定。



的公共利益限制，不能认为是集体所有权的权能。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土地用途管制是不同性质

的法律关系，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
综上，对于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的理解，应以成员集体私权为基本视角。集体土地所有权

的功能由杂糅合一走向界清分离，体现了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变迁的基本脉络。明确集体土地

所有权的集体私权性，而非公私二元性，正是理解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的基本逻辑前提。
( 二) “三权分置”下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处分权能

《物权法》第 59 条通过引入“成员权”，以解决长期以来困扰集体所有权的“主体虚化”问

题［31］，从成员权的角度确认集 体 土 地 所 有 权 的 集 体 私 权 属 性，这 比“人 人 有 份，人 人 无 份”的

“抽象集体所有”更加凸显集体成员的法律地位，更能保护农民权利。农民集体是作为农户成

员综合体的集体和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户的有机统一，农民集体所有权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本集体

成员的利益［32］。落实集体所有权的路径是落实农民的集体成员权利。集体成员与成员集体代

表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村委会或者集体经济组织也不再是没有委托人的“代理人”。
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集体成员集合性，决定了集体土地所有权本身内蕴了集体成员民主

决策、民主监督等管理权能，“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本身也就是管理权能的行使”［33］。人民公

社运动的失败教训已经证明了土地使用权归农户个体行使的必要性。集体土地所有权不能自

我实现，而只能通过集体成员民主决议土地承包方案，设定用益物权的方式实现。集体成员共

同议定承包方案是集体内部行使民主决策权的主要方面，体现的是一种私法意义上的处分权

能，是集体成员共同决定土地经营形式的法律形式。集体土地所有权就是通过设定用益物权的

方式来实现的，是由具体化的个体使用权构成的［34］。
在“三权分置”下，集体土地所有权公平保障具有固定时点 ( 发包或者设定土地承包经营权

之时) 性，而非任意时点性，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保障功能伴随固定时点的农地公平分配而实现。
经由集体成员共同行使 处 分 权，平 均 分 配 土 地，农 户 取 得 长 久 不 变 且 权 能 充 实 的，具 有“自 物

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成为真正的农地权利主体和土地流转的分散决策主体。按照用益

物权的基本理论，由于受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限制，成员集体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主要行

使处分权，即“设定承包权或者在承包权、经营权消灭时对农地进行全面支配。”［35］这种处分权

主要表现为发包权和收回权。发包权是成员集体按照集体成员民主决议形成的土地承包经营

方案将土地发包给农户家庭的权利，是集体土地保障功能的体现 ; 收回权是在土地承包经营权

期限届满或者土地经营权期限届满之时，依所有权的“弹性原则”收回集体土地，为新一轮的重

新调整和再次发包奠定基础。处分权的行使具有终极意义，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土地经营权期

满后，集体所有权得以恢复至权利的圆满状态。成员集体对于农地的控制力不会削弱，农民不

会失去其农民身份，集体土地所有权仍然可以有效承载农民基本保障功能。根据《深改方案》，

落实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关键在于明确归属①，而农民集体对集体所有土地的发包和收回处分权

能的行使，正是集体土地的物权归属形式和固定时点的公平保障功能的体现。
“三权分置”下，成员集体主要行使处分权，不会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使造成干扰和

限制。然而，回到现行立法层面，我们不难发现，成员集体和集体成员的权利义务关系没有完全

理清，二者仍然处于紧张和纠葛关系之中。因此，有必要按照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重构的理念

要求，对现行制度安排进行检视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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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深改方案》指出，“落实集体所有权，就是要落实‘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的法律

规定，明确界定农民的集体成员权，明晰集体土地产权归属，实现集体产权主体清晰。”



四、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重构的法制完善

( 一) 健全成员集体民主议事机制

“三权分置”下，集体土地所有权主要保留最终的处分权。土地是农民成员集体所有的，是

否改变家庭分散经营方式实行适度规模经营，应当尊重农民意愿，坚持农民主体地位，让农民自

主选择，地方政府不得强行推动“一刀切”“垒大户”，村委会或少数村干部也不得“反仆为主”，

绕过集体民主决议程序与他人私相授受、谋取私利。问题的关键是健全集体成员民主议事机

制，保障农民知情、决策和监督的权利。
我国现有立法设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方案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决定原则①，《物权法》确认了

集体成员决策权、知情权和撤销权。但是，存在两个问题 : 一是，法律规定的承包经营方案的决

策主体不明确，是村民还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二是，集体成员民主决策权利实现机制不完善。
长期以来，集体成员和成员集体之间除了承包地的名义集体所有之外，缺乏其他利益关联和民

主互动生活习惯，在成员离农离地，长期不在村的情况下，难以召集开会或者形成表决，少数村

庄强势群体借机控制集体决策，致使法律规定的农民成员集体决策和监督的规则落空。
首先，集体成员与村民在历史渊源、构成主体、权利内容、权利性质、法律调整等方面有明显

的区别［36］。集体成员根据《物权法》享有的成员权不同于村民享有的公法或者组织法层面上的

公法权利。需要在解释论层面明确成员权的私权利属性，土地承包经营方案的决策主体只能是

集体成员而不是村民。其次，创新集体成员民主决策形式和组织形式。对于集体经济发达的少

部分农民集体来说，应当推行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造，实行集体经济组织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功能

和集体自治组织社会服务职能相分离，通过确认集体成员资格落实股权到每一个成员，做实集

体经济，防止变异为集体代表所有，集体成员的民主决策通过成员股东大会的组织形式得以实

现。对于集体经营性资产匮乏的大多数集体经济组织，可以采取以户为单位一户一票的决策方

式，将村民会议安排在集中回乡时节或者采用网络形式，解决重大事项和临时事项［33］。另外，

土地承包经营权按农户家庭这样一个主体固化，为以农户为主体的土地股份合作化的集体经济

实现形式创造了条件。因此，可以借鉴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化改革的经验，考虑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和农户离农离地的客观实际，以确地为前提，尊重农户的真实意愿和自主选择，适

时审慎推行承包土地股份合作。
( 二) 明确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期限

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保持承包关系“长久不变”，但至今没有明确的说法，学界对此存在不

同的认识［37］。集体所有权的权能在于终极意义上的处分权，而农地使用权的有期限性正是坚

持集体所有权的制度设计。因此，“长久不变”并不意味着无期限性或者永佃化［38］，而是相对现

行规定较长的期限。
期限问题的关键在于，它实际上涉及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障性和财产性的协调，以及正

常家庭人口自然周期的合理测算。在以家庭为承包单位，且“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农村集体成员

资格绑定”［39］的前提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期限设定，既要考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身份专属

性，又要考虑其继承人是否继续依靠土地保障，既要考虑单个农户家庭的情况，又要从全体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权的角度考虑。70 年涵摄两代人的生命周期，可以作为兼顾这两组权利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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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18 条第 3 项规定，承包方案应当……，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

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 《土地管理法》第 15 条第 2 款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 的单

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 ( 镇 ) 人民政府批准 ;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24 条规定，土地承包方案须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



合理判准期间。以 70 年作为法定承包期，是较为合理的做法。70 年之内，无论户内成员个体

或者成员整体取得非农户籍的，均应维持承包期内承包合同关系的稳定性，土地承包经营权应

享受完整充分的法律保护。70 年之后，如果户内成员均无需土地保障的，则退出土地承包经营

权 ; 如果户内尚有集体成员及其子女需要集体土地作为生存保障的，可以保留成员权资格，依继

承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此时，集体可以对土地进行调整，实现新一轮公平分配基础上土地承

包经营权的长久不变。
本文认为，保持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制度安排应是“70 年法定承包期限届满+自动无偿续

期+承包方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例外”。考虑到二轮承包经营期限与长久不变的接续关系，以

及从 2013 年起国家组织开展的最新一轮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的事实①，宜以本次承包经营

权登记确权之时作为“长久不变”的起算时间。这样的制度设计，不仅能够实现集体土地所有

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制度协调，又可以结合农村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时代发展“相机行动”，

保证集体经济组织法与土地承包经营权财产法衔接的有效性，缓和成员资格变动与土地承包经

营权继承之间的紧张关系。
( 三) 解除集体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不当限制

1．解除集体对农户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限制

除因公共利益需要受到农地用途管制之公权限制外，农户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应当受到

集体的干预和限制。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是“自物权化”的财产权利，可以通过农地流转将土

地经营权让渡给他人，实现农地的“物尽其用”，达致多元化的适度规模经营。应当厘清和修改

因身份保障性和财产物权性杂糅而引致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受限的相应法律条款。就目前法律

规定的流转方式来看，转包、出租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债权性处分。入股②是土地承包经营权

人保留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制度设计。互换是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方之间交换承包

地块，同时交换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这四种方式都不存在土地流转受到集体限制的情形。
在“三权分置”经营模式下，农户可能更倾向于持有身份性的承包经营权，这使得现行立法中关

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限制性规定失去存在的必要性，故本文对此不再赘述。改革政策文件

已经提出赋予农民对“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

资”。农户可以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如果农民不能如期偿还债务的，“失去的也不过是几年

的经营收益，并不会威胁到他的承包权。”［40］只是在抵押权实现之时，经营权需要从土地承包经

营权中分离或者独立出来，农户保留承包资格，经营权则通过抵押权实现后的新的经营权人权

利登记实现物权化，并在后续的流转中作为物权性质的权利来对待［41］。
2．集体不得收回承包期内进城落户农户的承包地

按现行法律规定，在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集体可在承包

方不交回承包地情况下主动收回。此项制度依循的是集体土地的经常性保障逻辑。然而，在集

体土地所有权保障方式变为固定时点保障，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自物权化”前提下，集体在承包

期内收回承包经营权已经丧失了事实和法律基础。当前，国家多项改革政策文件一再强调不得

以强制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成员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只能是在尊重农民意愿的情况

下进行引导。在此背景下，完全可以删除集体收回承包期内进城落户农户承包地的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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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按照国家新一轮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的政策要求，工作重心在于解决农户承包土地的面积不准、四至不清、
空间不明等问题，形成权利客体范围清晰可描述的土地使用权。

现行法认可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入股的方式流 转，入 股 仅 是 对 土 地 承 包 经 营 权 的 处 分，并 不 导 致 农 户 经 营 权 的 移 转。
显然，现行法规定在发展农民合作生产经营与规避联合经营体破产造成农户失地风险之间找到了平衡之道 : 采取了农户承包

权和实际土地经营权分别处理的立法技术。这一制度设计与“三权分置”下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高度契合。因此，土地入股

不存在集体干预和限制导致流转不能的问题，仅存在入股对象是否扩大至公司、合伙企业等问题。



( 四) 强化集体自治组织的农地使用监督权

集体土地上负载着诸多公共利益，决定了土地利用行为的义务先定性。现行法律规定土地

承包经营权人具有合理使用土地的义务，土地管理部门和集体发包方对承包方使用土地的行为

具有监督职责。在责任的承担方式上，集体基于其和农户之间的承包合同关系，在农户发生弃

耕、撂荒或者损害地力行为时，集体可以要求其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或者可以收回土地，

单方面终止合同。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根据《土地管理法》等规范进行行政处罚。但是，现

阶段农地经营主体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集体可能无法掌握土地利用者的身份信息和土地利用

信息［42］，无法直接依合同追究其违约责任。土地执法公权力部门力量薄弱分散，且存在信息不

对称的情况，难以形成长效监督机制。而且，现行立法对损害地力行为设定的责任比弃耕撂荒

行为更轻，存在“开放性的法律漏洞”［43］。鉴于此，应当在区分集体组织的经济职能和自治管理

职能的基础上，实行政经分离，赋予集体自治组织一定的土地利用监管公权力，使其能够监管不

同类型土地利用主体的违法行为。通过土地流转合同备案制度的完善，保障集体自治组织对土

地流转行为的知情权，类推适用《土地管理法》第 37 条第 3 款的规定①，赋予集体自治组织单方

终止土地经营权，收回承包地的土地用途管理权。

五、结语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引致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变革与重构。本文试图从“三权分置”的权利

结构解析出发，沿循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功能转向—权能重构—法制完善”的逻辑进路，得出如

下认识: “三权分置”的权利结构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在“三

权分置”经营模式下，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保障功能伴随固定时点的农地公平分配而实现，土地承

包经营权在此时点之后长久不变趋向“自物权化”。成员集体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主要

行使处分权能，以彰显集体土地的物权归属形式和固定时点的公平保障功能。应当以集体土地

所有权的权能重构为理念，修改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健全成员集体民主议事机制 ; 确认保持承

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制度安排，解除集体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不当限制 ; 强化村民集体自治

组织的农地使用监督权。当然，鉴于“三权分置”政策的适用范围，本文讨论的语境也在于农地

制度改革背景下，集体土地所有权在集体农用地层面的权能，并未指涉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
“四荒”地等客体范围。至于在体系化的农村土地使用权语境下，探讨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

建构，可能需要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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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er in some cities of Henan Province，this paper analyzed peasants' welfare changes and welfare
differences among farmers，and examined their influence factors of farmers welfare change differences
by Quantile Ｒ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armer' welfare level decreased，while wel-
fare differences among farmers increased． Farmers' education level，non －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social security，residential land use certificate，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and overall satisfaction had sig-
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farmers' welfare changes． Meanwhile，quantile regression analysis provided
more reliable and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Educational level had more effect on farmers' welfare
changes with lower quantile relative to higher quantile，non －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had increasing
effect on farmers' welfare changes from the overall trend，the effect of rural social security had gone
through a decreasing phase and then an increasing phase; the quantile regression coefficient of residen-
tial land usecertificate had opposite trend，and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had larger marginal effect on
the middle－low quantile of farmers' welfare changes． Therefore，we should accelerate residential land
registration certification，increase rural social security support and education funds，implement non－ag-
ricultural employment guidance and training，respect farmers' willingness and enhance the overall satis-
faction of farmers on residential land transfer． Based on the above efforts，the farmers of worse welfare
changes after transfer should be given more attention，to increase their professional skill training and ed-
ucation opportunities． All these measure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increasing farmers welfare and reducing
welfare difference among farmer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Function and Ｒestructuring of Ｒight Content of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in the Context of‘Separation of Three Ｒights’
LIU Hengke

The reform of the‘separation of three rights’relating to agricultural land would lead to transforma-
tion of function and restructuring of the right content of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The structure of the
‘separation of three rights’is a right framework in which collective landownership，the household right
to the contracted management of land，and the right to management of land coexist with each other． The
‘separation of three rights’policy combines the equal distribution of collective land，the stability per-
manently of the land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and the free circulation of land managerial right together．
In the context of the‘Three－Ｒight Separation’，the safeguard function of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is
realized by equal distribu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on a fixed time，and the household right to the con-
tracted management of land becomes‘jus in rem for the self’in nature after that time owing to its per-
manent stability． Consequently，the right content of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remains to deal ultimately
with the household right to contracted management of land． Accordingly，som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meet the ideas and needs of restructuring of the right content of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the
democratic system for the farmers' collective to make decisions should be perfected; the permanent sta-
bility of the relationship of land contract is expected to be made clear in legislation; restrictions imposed
by the farmers' collective on household right to contracted management of land should be released; the
supervision power of collective self－governance organization over the rational use of the land shall be re-
inforced．

Ｒesearch of Consumers' Trust on Quality Signa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Influencing Fac-
tors in C2C Mode: Based on Ordinal Logistic Model
YUE Liuqing，LIU Yongmei，CHEN Qia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apid development in agricultural e－commerce，consumer trust is the key
element of healthy market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market research，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con-
sumer trust on the quality signa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the C2C mode，and carried on an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affecting factors such as consumer characteristics，network shopping experience，risk
preference，and consumption attitudes by means of building an ordinal logistic model． Th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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